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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来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回顾 

查贵勇1 

(上海海关学院,中国上海201204) 

【摘 要】:经过多年努力,上海服务业获得较大发展,如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提高,增加值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投资和贸易规模持续扩展,服务外包规模､ 结构和质量都有所提升,服务消费潜力开始释放;但亦存在问题,如现代

服务业发展起伏不定,与“四个中心”建设不相匹配,劳动生产率偏低,结构偏离度偏高,增长弹性系数偏低,国际竞

争力偏弱,消费相对水平偏低等｡ 因此,上海须全面审视服务经济的发展态势,以便认清形势､ 面对差距､ 群策群力,

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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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主攻方向,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不断提高服务业

比重和水平,即大力发展服务经济｡ 

一､服务经济的内涵特征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

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服务经济是从产业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的把握,是指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形态｡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服务经

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在服务经济形态下,产业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
[1]
 

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形态中,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贸易､服务消费､服务业投资等经济活动成为具有主导或重

要意义的组成部分｡
[2]
恩格尔定律､马斯洛需求理论､克拉克需求层级假设均显示,服务经济的发展将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

成功(Kravis､Heston 和 Summers,1982
[3]
)｡对于践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而言,发展服务经济将至关重要｡因此,须从产

出､就业､贸易､消费和投资五方面深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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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服务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入世以来,上海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已初步具有服务经济的特征｡ 

(一)服务业增加值持续增加在全国具有一定优势 

2012年,上海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 060.76亿元,是2001年的4.2倍,占GDP比重首次达到国际公认的服务经济最低标准60%,

也已满足“国际贸易中心”的标志之一——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达50%以上,经济增长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为101.35%和7.6%,

均位居三次产业之首｡ 

上海服务业区位商(某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与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比重的比值)虽然都大于 1,且走势

趋稳(表 1),表明上海服务业总体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 

上海服务业 GDP增长率弹性系数(某地区服务业 GDP增长率与区域 GDP增长率的比值)基本维持大于 1,2001—2011年平均水

平为 1.008 (表 1),表明服务业在上海具有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优势不是很明显｡ 

 

 (二)服务业行业结构有所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高 

上海服务业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科研､综合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 2001 年的 68.12%升到 2011 年的

74.77%,占 GDP总额的比重亦从 35.68%升到 43.40%｡ 

为具体分析上海服务业各行业专业化水平,特计算服务业分行业区位商——某地区某类服务业增加值占该地区服务业增加

值的比重与全国该类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服务业 GDP比重的比值,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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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服务业部门区位商来看,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大于 1,且持续提高,表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且在国际金

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的推动下,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专业化程度最高;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商小于 1,且逐渐下

降,表明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的带动效应还有待挖掘｡ 

(三)服务业就业吸纳功能释放,存在巨大就业潜能 

2011 年,上海服务业就业总数达 621.97 万,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 56.32%,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产业,但还未达到国际公认的

服务经济最低标准 60%｡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由 2003 年的 218.11万增至 2011年的 388.08万,占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51.66%升至 62.40%,

成为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力;现代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由 2003 年的 168.85%增至 2011 年的 253.38 万,占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39.99% 升至 40.74%,但仍低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还需大力发展｡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其等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

产力｡如果国民经济各产业是相互开放的,产业间没有人为的壁垒,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即各产业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则通过行

业收入的差异,市场可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终各产业的生产率会趋于一致,进而各产业的结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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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趋于零｡ 

上海服务业结构偏离度虽起伏不定,但基本由 2000年的-7.2%降至为 2010年的-1.37%,虽然 2009年反弹至-1.73%,但完全符

合产业结构趋向于零的规律,表明服务业的市场经济属性日益凸显｡ 

此外,产业结构偏离度还表现出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并可用以测量某一产业是否存在劳动力转入和转出

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产业存在着正结构偏离度,即就业比重高于增加值比重,就说明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他产业比较低下;如果

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则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不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会导致不同产业工人相对工资收入的差

异｡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的收入,就会争取进入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显示,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

生产率会降低｡所以根据自由竞争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偏离度是趋向于零的｡因此,某一产业的正的结构偏离度表明该产业存在

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负的结构偏离度表明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 

经测算,上海服务业具有负产业结构偏离度,表明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且负偏离度不断缩小,表明上海服务业近年来吸收

劳动力增长较快,已成为上海新增就业的主力军｡特别值得注意,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结构偏离度为负,表明具有较高的劳

动生产率,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但其负偏离度不断扩大,表明这两类服务业近年实际吸收就业能力较弱,造成这种情况存在两

个可能因素:这两类服务业属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就业弹性较低;或存在垄断,致使劳动力流入

困难｡ 

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将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因为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要从简

单加工制造向高端攀升,这就需要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但如果服务业国有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将会制约服务

业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政府应放松对民营经济的进入管制,强化竞争机制,帮助高效率的企业进行创新和扩张(刘丹鹭,2012)｡
[4]
 

关于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还可用就业弹性指标分析｡就业弹性即就业 GDP 弹性,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就业增长率与经济

增长率间的比率,即经济增长每变化 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其中,E 表示就业弹性,L 表示就业人数,Y 表示产值GDP,△表示增量｡ 

一般而言,就业弹性越大,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就越大,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就越明显;当就业弹性较低时,

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因此,大力发展就业弹性高的行业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经测算,2001—2011年,上海服务业就业弹性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和整体经济,如十一年间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441､0.112和

0.222,服务业分别是第二产业和整体经济的4倍和2倍,即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四)服务业投资持续增长,FDI流入增长更甚 

2012年,上海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 949.04亿元,3倍于2001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达75.2%｡ 

以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2011年上海服务业投资额达3 452.69亿元,占总额(4 157.09亿元)比重达76.44%;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3年的395.85亿元升至2011年的665.9亿元,占投资总额和服务业总额比重却先升后降,分别

由2003的年16.14%和24.12%升至2007年的22.62%和30.57%后,此后逐步降至2011年的14.74%和19.29%;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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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由2003年的1059.4亿元升至2011的年2 368.4亿元,占投资总额和服务业总额比重却先降后升,分别由2003年的43.2%和64.56%

降至2007年的41.01%和54.35%,此后逐步升至2011年的52.43%和68.6%,此得益于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政策性推动｡ 

2012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达126.8亿美元,7.4倍于2001年,占FDI总额

的比重亦从2001年的39.26%升至2011年的83.5%,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亦从2001年的10.94%升至2011年的20.27%,上

海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提速,但还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上海还需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对外开发力度｡ 

(五)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的推动下,上海服务贸易获得长足发展,2011年服务贸易总额达1292.8亿美元,近14倍于2001年,占

全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从2001年的13.08%升至2011年的30.72%,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一;占上海市货物贸易总额比重从2001年的

15.59%升至2011年的29.55%｡ 

2011年,上海服务出口达473.2亿美元,10倍于2001年,占全国服务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83%升至2011年的25.87%;其中传

统服务(运输､旅游)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73.99%降至2010年的44.34%,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断改善; 

2011年,上海服务进口达819.6亿美元,近17倍于2001年,占全国服务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2.45%升至2011年的34.43%;其中

传统服务进口占比从2001年的66.49%升至2010年的78.39%,表明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不断恶化,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传统服务贸易

(如旅游､运输)国际竞争力不断弱化所致｡ 

(六)服务外包持续发展,结构和效率得到改善 

服务外包是智力､人才､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收就业能

力强等特点｡[5]因此,大力促进以软件外包为代表的服务外包发展,是上海提升现代服务业和软件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

适应国际服务业转移趋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6]上海在服务外包业发展上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速度十

分迅猛｡ 

1.服务外包规模迅速增长 

2010年,上海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这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为17.53亿美元,同比增长69.2%｡

2011年1—9月,上海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16.02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11.43亿美元,同比增长84.6%;

而作为服务外包重要组成部分的软件外包发展势头更强——2012年1—9月,上海软件出口合同登记协议金额达14.36亿美元,同

比增长40.5%;执行金额达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其中,信息技术外包仍是上海软件出口的主要方式,出口额为9.96亿美元,

占比达98.2%｡ 

2.服务外包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 

信息技术外包占主导,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占比提高:2010年,上海服务外包中信息技术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分别

占67.9%､14.4%和14.5%,其他占3.2%,仍以ITO 为主体,但KPO占比明显提高｡ 

服务外包主体优化:2011年8月底,上海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043家,其中INFOSYS､ADP､汇丰和花旗等世界500强企业已设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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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或全球数据处理中心,药明康德､贝塔斯曼等国内外知名外包企业也以上海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地,而知名全球服务外包企业包

括埃森哲､IBM､EDS､优利､NCS等在上海都设有分公司｡ 

服务外包呈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外资成为主要力量:2011年内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家,投资性公司27家,外资研

发中心15家;至2011年末,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353家,投资性公司240家,外资研发中心334家,使得服务外包主体

质量不断提升｡ 

3.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增加且素质提升 

2010年底,上海市服务外包企业吸纳就业人员14.23万人,同比增长3.8万人,增幅达36.4%;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86.2%,

从业人员素质大幅提高｡ 

4.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来源地广泛 

2010年,上海服务外包发包地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瑞士､中国香港､荷兰,业务占比分别为34.6%､18.7%､10.2%､

9.1%和6.4%｡ 

5.服务外包企业涵盖全市,区域辐射和集聚效应较强 

2010年上海已发展5个服务外包示范区(浦东新区､卢湾区､长宁区､闸北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11个服务外包专业园

区(张江金融信息､张江生物医药､南汇生物医药､浦东软件园､卢湾区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园区等),84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和220家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布于上海市大部分区县｡ 

其中,浦东新区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占整个上海市的半壁江山｡2011年前三个季度浦东新区企业共完成服务外包合同额7.37亿

美元,合同执行额5.42亿美元,均占上海全市50%以上,同比分别增长67.83%和129.42%｡ 

6.产业链日益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上海在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注重打造完成的建业连,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以促进服务外包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如上

海市重点发展软件开发外包､研发设计外包､物流外包和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等领域,已初步形成“软件出口为主､来料加工､系统

集成､整体方案和软件服务并举”的软件外包产业链｡ 

(七)服务消费绝对值持续增长 

2011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7 721元,3倍于2001年2 393元,但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却先升后降,从

2001年的25.63%升至2006年的32.79%,后逐渐降至2010年的29.98%,2011年微升至30.76%,表明上海服务消费虽持续增长,但增速

却相对慢于物质消费,此将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另外,上海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自2001年的43.4%降至2005年的35.9%后就基

本维持在35.5%~36%之间,亦从侧面表明上海服务消费支出增长缓慢｡ 

三､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上海服务经济发展虽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服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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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波动较大 

2009年,上海确定推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总体目标,现代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与商业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虽由

2001年的50.44%升到2009年的54.81%,其后却持续降到2011年的51.71%,下降3个百分点;占上海GDP总额亦由2001年的26.42%升

到2009年的32.53%,此后持续降到2011年30.02%,降低2.5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虽然区位商已逐步下降至低于生产性服务业,表明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生产性服务业,即《推进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总体目标》的政策效应受到制约;其中,房地产业区位商降至0.72,表明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

响下,上海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已下降,经济发展方式有所转变,质量有所提升;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与体育

和娱乐业专业化水平最低,表明上海消费服务业发展滞后于生产性服务业｡ 

为具体分析服务业各行业发展优势,特计算服务业分行业GDP增长弹性系数——某地区某类服务业GDP增长率与该地区服务

业GDP增长率的比值(表3)｡ 

 

表3显示:上海服务业分行业增长弹性系数最高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最低的是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政业｡其中,房地产业主要是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而金融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政业则与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相匹配

｡ 

(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亟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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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还较低,全员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达152 331元,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41 687元,但2010年又以3 045

元的劣势位居次位,随后2011年又以2 514元的微弱优势位居第一,表明上海服务业生产率波动不定,且增速缓慢于制造业,致使以

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仅由2001 年的30.15%升至2011年的32.34%,远低于名义价格计算的数值,而以

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则更低,2001年和2011年分别仅为24.21%和25.18%｡这表明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更多的来自

服务产品价格的上升,而非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鉴此,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上海,在提升服务业总量的同时,更应提高服务业

的劳动生产率,避免出现经济发展结构性减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应通过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

而应通过体制改革,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生产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裴长洪,2012)[7]｡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主

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下,将资源投入技术知识含量不高的生产服务业并非明智之举,不仅浪费资源,且容易形成路径依

赖,从而不利于促进产业攀升至价值链高端,这在我国部分“服务外包基地”及相关产业集聚区已有所显现(刘奕和夏杰

长,2009)[8]｡因此,生产服务业应专注于技术密集型或R&D密集型行业,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会计､法律､半导体芯片设计等专业的

知识技术解决方案,促使生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Castellacci,2008)[9]｡ 

2007—2011年,此状况虽有所改善,如CPI指数持续高于其中包含的服务项目价格指数(2007年和2011年分别高出2.3个百分

点和1.3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远低于实物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但2012年CPI(2.8%)又低于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3%),显示上海还需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三)生产性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偏高 

虽然上海服务业整体结构偏离度不断缩小,但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结构偏离度却不断扩大,分别由2003年的-3.36%

和-4.97%降至2006年的-1.24%和-1.18%,但随后又逐步扩展至2011年的-8.26%和-7.07%,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行业垄断较为严重,

劳动力缺乏流动性｡ 

(四)服务业投资中住宅比重偏高 

上海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从2001年的466.71亿元升至2011年的1 403.1亿元,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

由2001年的35.8%升至2004年的44.6%,随后降至2009年24.1%,但随即迅速升至2011年的37.4%｡这不利于服务业行业结构的优化

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房地产调控趋紧背景下｡ 

(五)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 

为衡量上海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特计算上海服务贸易､传统服务贸易和新型服务贸易的TC指数(竞争优势指数､贸易竞

争力指数)｡计算结果表明: 

1.2001—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整体TC 指数从-0.030降至-0.268,且一直为负,表明处于国际竞争劣势,并呈恶化趋势｡ 

2.2001—2010年,上海传统服务贸易TC 指数从0.023降至-0.472,已连续六年为负;其中,旅游服务表现更为惨烈,TC指数从

0.223降至-0.621,运输服务从-0.04降至-0.357,严重削弱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 

3.2001—2010年,上海新兴服务贸易TC 指数从-0.155升至0.241,已连续6年为正,表明已由国际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且

优势不断增强;其中,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与文化及休闲服务表现抢眼,TC指数分别从-0.184､0.131和-0.639升至0.494

､0.502和0.41,但金融服务是从2009年起由国际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其优势是否能持续,还有待时间验证;最值得注意的

是,2001—2010年,保险服务TC指数却从-0.015降至-0.871,国际竞争劣势不仅未得到改善,且持续恶化｡其他分行业TC指数虽有

所波动,但趋势未改,如通讯､建筑､计算机与信息基本维持原有国际竞争优势,而版权与专利许可服务则维持原有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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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讯行业2002—2008年凸显竞争劣势,值得分析其成因｡ 

(六)服务消费相对水平较低 

2003—2011年,若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衡量指标,低收入户有二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

､中低收入户零年､中等收入户四年､中高收入户二年,高收入户九年;若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

比重为衡量指标,低收入户有九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中低收入户七年､中等收入户六年､中高收入户二年,高收入户零年｡ 

2004—2011年,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对可支配收入的弹性为衡量指标,各年总体平均弹性均大于0.5,即

服务性消费支出会随着可支配收入提升而提高;其中,低收入户有三年大于1 (即富有弹性)､中低收入户四年､中等收入户四年､中

高收入户三年,高收入户二年;低收入户有三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中低收入户四年､中等收入户三年､中高收入户二年,高收入户

一年｡ 

因此,上海欲提升服务消费,在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时,还需调节收入分配,努力扩大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

层,即壮大中产阶层｡ 

四､结论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服务业获得较大发展,如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提高,增加值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投资和贸易规模持续

扩展,服务外包规模､结构和质量都有所提升,服务消费潜力开始释放;但亦存在问题,如现代服务业发展起伏不定,与“四个中

心”建设不相匹配,劳动生产率偏低,结构偏离度偏高,增长弹性系数偏低,国际竞争力偏弱,消费相对水平偏低等,特别是结构性

问题亟待调整和优化,否则将制约甚至阻碍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四个中心”建设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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